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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弹词职业实践与晚清以来江南的消费文化

周 巍
（常熟理工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常熟 215500）

摘 要：晚清以来，在女弹词职业实践中，两性关系得以重塑，具有江南地方特色的消费文化得以彰显。女弹

词作为江南消费文化的象征符号，导致时人娱乐消费方式从“访”到“捧”的改变。消费过程中，时人对女弹词进行

品评，主要围绕“色与艺”展开。晚清文人对妓女弹词的品评，多关注妓女的身份特征，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妓女文

化。民国报人则通过报刊这种大众媒介，修正、重构、生产以及论斥女弹词的形象，以满足不同读者的娱乐需要。

女弹词与听客的亲密互动，把普通的生产消费关系重新定义为性别关系，招致政府、传统行会组织的取缔与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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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弹词亦名女说书、女先生、女先儿、词史等，既

可指著书立说的弹词女作家，也可指弹词女艺人①，本

文主要指后者。女弹词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

《三风十愆记》中曾记“常熟丐户中有草头娘者……精

弹词”。清初，弹词为盲女所用，《红楼梦》第四十三回

凤姐生日，“不但有戏……并说书的女先儿全有”。清

道咸以来，苏州、上海等地有了“书寓女弹词”，身兼高

级妓女与女艺人的双重身份。清末民初，职业女弹词

出现，至20世纪40年代发展到鼎盛。本文围绕两个

时段女弹词的职业实践展开，以“消费”为视角，通过

与男性听客之间的互动关系，探索不同时期具有江南

地方特色的“消费文化”。西莉亚·卢瑞认为，消费文

化是物质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代表时人的一种生活

方式，是赋予“消费”这种经济行为文化方面的解释。[1]

在两个阶段女弹词的职业实践过程中，时人表现出不

同的消费生活方式，从文人“冶游”到向大众娱乐消费

的转变。不同的消费生活方式，也反映出时人围绕

“性别与技艺”相互关系的消费认知。这种消费认知，

主要借助于不同媒介以及不同文本来实现，进而重

构、创作、生产与论斥女弹词的形象。女弹词与听客

的亲密互动，把普通的生产消费关系重新定义为性别

关系，招致政府与行会组织的取缔与规范。

一、晚清以来书寓女弹词、职业女弹词

的出现与差异

清乾隆到道光年间，苏州评弹逐渐发展成熟，出

现了第一个兴盛时期，流行区域主要在“南不越嘉禾，

西不出兰陵，北不逾虞山，东不过松泖”[2]4943的江南地

区。这时的苏州评弹主要为男性把持，师承关系主要

限于男性之间。“身在江湖，却近衣冠”的评弹艺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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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江南各地流转献艺（或称“走码头”）。听客遍布

江南社会的各个阶层，赋予了评弹艺术雅俗共赏的艺

术特色。清道光以来至新中国建立，女性评弹艺人渐

渐进入世人的眼帘，出现了两类女弹词，即妓女弹词

与职业女弹词。这两种在时间上有前后相继关系的

女弹词，名称虽近，其实存在很大的差异。前者是评

弹发展史上的“外插花”现象，脱胎于上海开埠后的租

界环境，对她们来说，弹词仅是副业，是抬高身价、增

加财富的工具；而后者是评弹发展的必然结果，出现

于民国女性大量走出家庭、走入社会的就业大潮中，

弹词是主业，是赖以生存、养家糊口的手段。

太平天国战争，使得苏州评弹的流行地区惨遭破

坏，评弹艺人的活动也受到阻碍。而开埠后的上海日

益崛起，不少人涌向上海租界，失去安定演出地点的

评弹艺人也大量涌入上海。另外，上海开埠后，社会

性质也悄然发生了改变，传统价值观念渐渐被近代功

利价值观与享乐观所取代，日渐呈现商业社会与消费

社会的特性。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追求各种各样的

感官刺激，通过“消费”来获取人生的价值。借助租界

的环境，评弹艺人加快了评弹艺术的革新发展以适应

时人的娱乐消费需求。上海开埠之初，除了妓院，其

他消费场所还处于萌芽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弹词为

上海高级妓女所用，出现了书寓女弹词。“书寓”本为

女弹词的居所，“创自朱素兰”，“同治初年，最为盛行”
[3]，后渐渐成了她们的代名词。在上海影响下，苏州

也出现了“改妓为弹词”[4]118的现象，但是遭到江苏巡

抚丁日昌的查禁，转移到了上海。她们与上海本地的

书寓女弹词集中于四马路（现福州路）附近的书寓与

书场中弹唱，满足了时人的消费需求，进而引领了一

种富有时代特色的消费现象。不过到清末民初，江南

各地尤其是上海“经济的商业化以及各社会阶层的重

组，导致了高级妓女的衰落和更加多样化卖淫形式的

出现”[5]22。书寓女弹词逐渐蜕化成了普通妓女，仅保

留了“书寓”的称号，弹词已不再是她们的谋生手段。

至此，评弹发展史上的“外插花”现象基本结束。

职业女弹词出现于民国年间各阶层女性走出家

庭、走入社会的浪潮中。在这种浪潮中，知识精英提

倡女权，间接刺激越来越多中下层女性追求经济自主

与自我实现。另外，上海社会新兴的消费文化环境，

也为女性提供了日渐充沛的发展空间[6]。对苏州评

弹而言，上海出现的大量的饭店、舞厅、游乐场、茶馆、

酒楼等场所，于是出现了饭店附设书场、舞厅附设书

场、游乐场书场等。这些附设书场不同于传统茶馆书

场，以新式花样招徕顾客为第一要务，职业女弹词队

伍的壮大恰逢其时。但要说到职业女弹词在上海乃

至江南的繁兴，还要提到广播电台这种新式大众媒介

的出现。从1922年上海设立第一个广播电台起，苏

州评弹就因其自我表现力与广播电台的特点相适应，

第一时间进入广播，后更成为商家借广播进行广告宣

传的工具。至20世纪40年代，上海有“几十家私营电

台，最多时达到一百多家”[7]303-304。从1932始到新中

国建立前，苏州也相继出现了15家广播电台[8]，绝大

多数是用于商业目的的私营电台。此时消费者部分

是女性，商家为贯彻他们的商业理念与消费理念，需

要职业女弹词来现身说法。

两类女弹词除了诞生的社会背景、身份存在差异

外，她们在数量、演出场所、消费对象的阶层、拼档、师

承与职业制度等方面都有不同之处，如下表所示：

这些区别导致社会舆论评价以及消费对象娱乐

消费方式、消费内容与消费途径的差异。

二、消费方式：从文人“冶游”到大众娱

乐消费

上海开埠后，四马路很快成了当时上海市民的文

化消费空间。作为四马路常驻居民的高级妓女，书寓

女弹词既可以满足文人学士的“冶游”，也可以普通男

性市民的“休闲消费”。“书寓”与女书场成为当时上海

市民的重要消费场所。而由书寓女弹词而引领的“访

女弹词”、“闲步寻书寓”[9]、“层台听书”[10]51等消费现

象，也成为了当时四马路消费文化的一个缩影。民国

以后，职业女弹词的消费对象从男性为主到“半皆妇

女”，遍布社会各个阶层。她们既可以深入富家进行

“堂会”演出，还借助书场、广播电台等途径，来满足普

通市民的娱乐需要。

晚清的女弹词居于“书寓”内，可以吸引文人学士

书寓女弹词与职业女弹词差异一览表

演出范围

演出场所

消费对象

拼档情况

师承关系

职业制度

书寓女弹词

上海、苏州

书寓、女清书场

文人学士 奢侈性
消费

书寓女弹词群体内部

书寓女弹词
群体内部
群体内部每年举行

“会书”

职业女弹词

江南

书场、广播电台

普通大众 大众娱乐消费

不受性别限制

不受性别限制

与男性艺人共同参与“会
书”、加入行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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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冶游”，以了却“青楼情结”。这不仅体现了文人

学士的生活方式，也体现了他们的生活心态。书寓女

弹词谙习弹词之妙，有些能通文翰、具“诗名”，还有人

自诩黛玉、香君[11]108，可以提供文人高雅形式的娱乐

活动。作为高级妓女，还可以满足文人学士的情欲需

要。“访女弹词”、“闲步寻书寓”等奢侈性消费活动，都

围绕着女弹词的居所——“书寓”。书寓内部的装饰

一般都很精丽、华美[12]，门口多标明书寓姓名，以供文

人学士选择。入书寓听弹词演唱，收费都很高，普通

市民大众一般无力承担，所谓“故高声价教人慕”。另

外，上海开埠后社会风气发生了转变，传统的价值观

念被享乐主义观念所取代，日常性的大众“休闲消费”

活动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一般收入不多的普通

市民，也在工余寻找休闲娱乐，如茶楼闲饮、戏院观

戏、乘车游观、层台听书等。层台听书中的层台，主要

指“女清书场”。同治后期，原附设书场的茶楼破例邀

请书寓女弹词公开登台演出。稍后，有些书寓女弹词

还向工部局申请在四马路创办女清书场，起初有12

家之多，后增至二十几家[13]。法租界也出现过此类书

场，但数量远不及英租界[14]。在苏州，这类书场集中

在阊门马路[15]。

另外，书场的场东还登载报刊广告，宣传中有意

突出姑苏名家的“性别”，上曰“特请XX姑苏名家前

来奏艺”云云。由上观之，消费对象对书寓女弹词的

消费活动，上承传统文人学士的“冶游”风气，下启普

通市民大众的消闲娱乐活动，兼具传统与现代的双重

特色，故而在日后的品评中也表现出了双重特色。

到了民国时期，评弹的演出场所不再限于传统茶

馆书场，游艺场、饭店、旅馆、电台等多元化演出市场

的出现，既为职业女弹词提供了演出场所，也为广大

市民听众提供了娱乐之地。职业女弹词的听客涵盖

社会的各个阶层，有职员、小开、学生、报人等。这些

听客多为男性，与职业女弹词之间的亲密互动，如女

弹词家徐小琴在常熟演出，有一个税捐处的职员天天

听书，并拿出大学学历证书吸引女弹词家的注意[16]。

女弹词周蝶影，在上海各处书场奏艺，“印刷所帮”都

会“竭力捧场”[17]。

普通市民大众不仅消费了女弹词的技艺，更消费

她们的长相与性别。民国时期，报刊尤其是休闲小报

的兴盛，使女弹词摇身变成了“大众明星”。听客的大

众娱乐消费借助报刊这一载体演化出了“捧角”活

动。捧角方式多种多样，或成立票房，或帮助女弹词

出特刊、出版开篇集，或通过报刊、电台等大众媒介进

行选举活动。新式大众媒介的出现，使江南各地居民

几乎可以同时了解同一个女弹词的资讯，所以江南各

地对职业女弹词的消费方式趋同了。如朱雪琴的捧

场者组织了“琴社”，今朝到东，明天到西，朱氏所到场

子里都可见到他们的身影；[18]而徐雪月则到处受人欢

迎，“各埠名流文人投赠之诗词对联，不计其数”[19]；捧

谢小天者在《社会日报》上为谢“印一特刊”，并加印

“铜图七八幅，封面更加印三色板”[20]；捧汪梅韵者，为

其出版《香雪留痕集》[21]。在1949年苏沪两地书坛皇

后选举中，各女弹词票房纷纷成立助选委员会，如苏

州新闻界为张丽君组织“丽社助选委员会”[22]。当然，

女弹词在职业实践中，也会主动与听客建立密切关

系，徐雪月演出结束后会主动向听客索要题字，以资

纪念[23]；还有一些女弹词，喜欢把拍摄的照片分赠给

听客。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都会经报刊渲染为“桃

色新闻”，变成江南广大读者想象女弹词的市民文化

空间。

总之，在书场中，听众因是面对面欣赏评弹艺术，

可以与女弹词发生双向互动，满足了听觉、视觉等全

方位感官体验。广播电台的出现后，听众听书虽然不

再限于地域、时间，但只能满足听觉的需要，而随着报

刊登载职业女弹词信息量的增加，普通市民大众也无

需面对面听书，就可以分享职业女弹词的各类资讯，

消费她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这类消费活动，很大

程度上是充满“想象”的，是大众都市想象的主要组成

部分。不过，在女弹词职业实践过程中，听客因阶层

差异，消费方式也反映出不同的品味特色。因此，晚

清以来，时人采取了不同的品评标准，其中都包含着

丰富的话题内容及其社会文化含义。

三、色艺相竞：时人消费过程中的认知

书寓女弹词与职业女弹词，作为娱乐明星，都处

于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她们依据消费者的需求，赋

予评弹艺术新的表演形式和内涵，却遭到社会舆论的

非议、品评与建构。这些品评多围绕“色与艺”的相互

关系展开，晚清的传统文人较多侧重对书寓女弹词

“传统道德观念”的考量；民国时期的普通男性听客的

听书经验与想象，以及大众媒介的叙述与再现，则体

现了对职业女弹词技艺的性别化品评。

晚清书寓女弹词的“先生”称号，常被谴责为不符

合传统性别规范，僭越了男女之间的性别藩篱，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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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阶层秩序的混乱。“岂知繁世俗之称呼无关出入，挂

通人之齿颊，宜辨是非，但当改生为儿，数典在《红楼

梦》里，何必将男名女，贻笑于黄浦滩边，庶几说客，三

千不必破缠头之钞，书郎二女亦可免姓角之嘲矣”。[24]

书寓女弹词的弹唱内容，弹唱中的谈吐、举止也不符

合传统社会理想女性的举止规范。她们虽称女说书，

但所说之书仅“袭书家之号”，并“未工说部之文”，且

多说“夫人小姊，描摹闺阁之情欲”，如《玉蜻蜓》、《果

报录》等。这些书目均与传统儒家道德观念不符，被

冠之以“淫”，引来政府的取缔。

民国以后，社会舆论主要通过大众媒介如报刊对

职业女弹词进行评述，有的反映报人本身的喜好，有

的是揣摩读者心理进行再加工与改造，但都包含着众

多涉及女弹词与男性听客、艺人、文人之间相互关系

的话题内容。首先社会新闻经常报道某某女弹词家

被诱拐，被桃色事件缠身[25]，与男性听客之间发生纠

纷[26]，被男性艺人、听客吃豆腐[27]，拜男性场东为寄爷

以寻求保护[28]。在这些社会新闻中，女弹词几乎都是

事件的被动者，满足着读者的“窥视欲”。

当时大、小报，主要把焦点放在女弹词的私生活

上，事无巨细详细登载，报刊俨然成了“起居注”，内容

包括每日所穿服饰[29]、个人喜好[30]等。也有女弹词再

成名后，被报刊翻起了旧帐，语多讽刺、揄扬[31]。还有

些报刊对女弹词作过相当数量的专题报道，如《南词

摘艳录》、《朱唇软语录》[32]、《书坛见闻录》[33]等。这些

报刊上登载的女弹词生活，对于曾与女弹词有过互动

的读者，是真实的，对于其他读者来说，却是想象的。

在上述社会舆论的影响下，时人在消费过程中对

她们的品评，也多多少少体现了新旧性别观念的交

杂。对书寓女弹词的品评，首重品次、才次。品高是

妓女弹词能在演艺过程较矜持，符合儒家传统妇女的

角色期待。如小桂珠“善画兰”、“重文人、轻巨贾”，且

能“守身如玉”。吴素卿“从不入书场献技”，对客有

“从一而终”[34]之意。所以，晚清时期的书仙花榜、书

仙红楼榜、词史金钗榜[35]等，完全是时人按照“色艺”

标准进行休闲消费活动的集中体现。这类花榜涉及

的妓女弹词少则二十几人，多则五六十人，以“书艺”

为招幌，按照各式花朵的特征物化妓女弹词，确定品

次高低，进而满足时人对于妓女弹词的认知与想象。

对于职业女弹词，时人则围绕“色艺”通过报刊等大众

媒介进行品评，进而完成消费过程的认知。职业女弹

词家身上的“色”与“艺”，好像是一个矛盾共同体。有

些女弹词长相不好，可以靠书艺来弥补，如徐雪月部

分报人叹其“卖相不好”，并给她起了绰号“小老太

婆”；不过有的听客，正因其以“艺”为号召倍加欣赏
[36]，“小老太婆”的称号反而成了她书台上成熟、练达

的最好证明。有些女弹词家如张丽君虽然其色“尚可

派司”，但“说表平庸”[37]，听客对此多有微词。

虽然民国时期江南各地在上海影响下，捧角活动

表现出一致性，但对同一个女弹词书艺的品评总会有

所差别。如范雪君，上海报人认为她“有改良弹词之

意”[38]，苏州报人却讥讽其典型的“海派”作风[39]。

1949年苏沪两地的书坛皇后选举，吸引江南各地大

批报人品评，“色与艺”依然是选举活动的主要评判标

准。不过各地的评判标准又有所差别，苏州似更重视

“技艺”的考量，上海则较重视“色”的纬度，结果两地

评出了不同的书坛“皇后”①。

四、“风化论”：政府、行会组织的规范

随着书寓女弹词转变为职业女弹词，时人虽围绕

“色与艺”展开，不过她们与男性娱乐消费者之间的生

产消费关系被重新定义成男女性别关系。晚清时期，

一些商铺学徒寻访书寓女弹词，往往流连忘返，耽误

正常工作。还有些听客，尤以四马路为甚，有意点唱

《十八摸》等淫词艳曲，引来政府查禁淫词之举动[40]。

因此，晚清与民国政府均以维护风化为由，重塑这种

异化的“性别关系”，从源头上对女弹词进行强制性取

缔。在苏州，江苏巡抚丁日昌“一张告示贴姑苏，女档

的书场顷刻无”[41]101。1876年，上海道冯焌光下令取

缔妓女到茶楼演出，书寓女弹词只能转移到租界内。

法国领事也商之道宪，查禁女书场与书寓[42]。

民国年间，男性听客与女弹词亲密互动。有些听

客专注女弹词的美貌，意图非礼，最后双方到了诉诸

法律的境地[43]。有些听客经常为难女弹词，最后甚至

大打出手[44]。还有一些吃豆腐听客，专为吃女弹词的

“天鹅肉”[45]而来。而当女弹词家醉疑仙到常熟演出，

吸引了无数听众，公安局长认为有伤风化，勒令停唱

并且限三日内离开常熟辖地[46]22。而在书坛皇后选举

①参见周巍《1949年苏沪两地书坛“皇后选举”事件》，《东吴文化遗产》第1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04-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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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普通听客积极组织助选团，并意图通过书场

场东、报刊记者为女弹词举行“加冕”典礼。但苏沪两

地社会局因时局不稳，取消加冕仪式。不仅如此，政

府还对职业女弹词的职业实践进行政策性规范，以预

防演出过程中的失范行为。由于当时有些男性艺人

为控制职业女弹词，“不惜以卑劣手段出之”，或“玷污

了女弟子的清白”，或“逼令抽烟”。[47]所以政府承认

女弹词存在的合法性，对“男女合档”等表演方式加以

规范，明令“不分性别，男女不得拼档弹唱”[48]。但因

当时女权运动此起彼伏，且此类情况也属少数，“男女

合档”禁而不绝，还成为日后评弹最主要的表演方

式。另外，评弹界的传统行会组织光裕社，自晚清伊

始就禁止同业传授女徒，禁止男女合档，否则一律逐

出光裕社[49]42。这些行规与政府的“风化论”异曲同

工，同样强调纲常礼教。

光裕社的行规自制定之日起，即被社员奉为金科

玉律，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宣告结束。民国年间，面

对大量出现的职业女弹词，光裕社社员多抱以鄙夷的

眼光，如出码头遇到女弹词，则裹足不前，如所入书场

已有女弹词弹唱，则需停场三日，大加扫除，名谓“净

场”[50]。有些书场，慑于光裕社的影响，索性把女弹词

拒于门外，男女档与女双档都在排除之列[51]。不过政

府、传统行会组织光裕社的“风化论”存在着夸大之

嫌。随着民国之后女性解放思潮影响渐深，大量女性

走出家门，走入社会，一些被光裕社驱逐的男性艺人，

联合女弹词拼双档演出，遭到光裕社的严厉抵制，双

方最终诉诸法律。但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初，职业

女弹词群体发展壮大，光裕社的影响力渐衰，男女合

档成时代必然。社员即使出现拼女档，也不再驱逐出

社，而改为道义上的“公议制裁”[52]68。最后索性承认

了男女拼档。

总的来说，女弹词的职业实践过程与听客的消费

过程，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政府、传统行会对“消

费”环节较难控制，“维护风化”也主要针对生产环节，

所以才会采取诸如“取缔”与“规范”的“风化”策略。

五、结 语

晚清以来，女弹词经历了身份的转变，在其职业

实践的过程中，两个时期的男性听客表现出了不同的

消费活动。卢瑞认为“消费者通过其生活方式，给消

费过程带来一种意识风格或感觉。”所以晚清时期的

“闲步寻书寓”体现了一种消闲，而民国时期的“捧角”

等，则反映了“大众化”消费的特性。两者的差异，从

事消费活动的听客社会地位、身份、角色也发生了变

迁。另外，消费文化还“着眼于为市场而进行的生产

的变化和消费的变化之间的双向关系”[1]76、113，所以听

客的消费活动又反过来影响女弹词的职业实践。听

客的消费活动主要围绕“色与艺”的相互关系对女弹

词进行品评和想象，而在江南各地对于“色与艺”又有

不同的偏好。作为一个女性群体，与男性听客的消费

关系，自然而然被定义为性别关系。在此消费文化

中，女弹词较多扮演着“客体”角色，这不仅是消费文

化的结果，也是促成消费文化发展的一个因素；除男

性听客外，政府、行会组织也多扮演“主体”角色，对女

弹词引起的评弹界的“危机”以及消费过程中的“失

范”，进行了必要的规训。不过从取缔到规范的转变，

也预示着时代背景的变迁和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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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Practice of Actresses in Storytelling and Ballad Singing
in Suzhou Dialect and Consumer Culture since Late Qing Dynasty

ZHOU Wei
(School of Humanities, Changs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shu 21550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women have played their roles in the professional practice of storytelling
and ballad singing in Suzhou dialect，resulting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n gender relations and new features of
consumer culture typical of area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As symbols of consumer culture in the areas, actress⁃
es involved in this form of art performance have changed the entertainment consumption pattern from“visiting”to

“boosting”. In this process, people would appreciate and assess both“female beauty”and“art performance”of the
actress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assessments made by literary men are mainly about the identity of prosti⁃
tutes as actresses, which enriched prostitute culture to some extent.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rrespondents
corrected, reconstruct and produced the images of actresses in this profession via the media to cater to different
tastes of different readers. The intimate interactions between actresses and the audience redefined the consumer re⁃
lations as gender relations, which incurred the ban and standardiza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traditional guilds
and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actresses in storytelling and ballad singing in Suzhou dialect; professional practice; gender; consumer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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